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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在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践中,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是并行不悖的。 不同层级政府出现了

规制行为的分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侧重于立法规制与执行规制,地方政府规制的选择性激励赋予了功能

型合作社通过构建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实施政治策略,从而进行政府俘获的制度操作空间,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的

夹杂共同造就了合作社的“二元化冶发展格局与分化路径,把以小农为主体的合作社排挤出我国的财政扶持体系

之中,催生出大量的大农控制型合作社,同时加剧了合作社对政府规制资源的依赖,导致政权软化,削弱政府合法

性,陷入了政府权力与合作社发展低效率的“锁定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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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

组织形式载体,其产生之初,就由于其游离于市场

机制失灵边缘的制度设计从而对政府规制具有天

然的依赖性,对政府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在合

作社发展实践中,作为一种“防卫性冶应激机制的

合作社,其发展依赖于内部治理与政府供给的外部

制度环境的耦合与匹配,深受其赖以建立的外部组

织环境的制约与影响。 而伴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兴起与蓬勃发展,合作社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性

已明显凸显,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资源,其在农村

市场资源配置失败或不完全有效的领域可以产生

超越市场的潜在积极作用,这让政府窥视到了对其

规制的经济价值空间。 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资源,
在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弱化的当下其还具备一定的

社会管理和政府支持功能,虽然这种隐性功能是作

为经济型组织定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外

后果,但显然,这会使政府更具动力推动合作社发

展并使其深刻嵌入于政府的政策结构与制度结构

之中。 从我国农民合作运动历史演进看,政府对合

作社从来也都不是自由放任的,而是一直扮演农民

合作运动的建构者与规制者角色,只是政府介入合

作社组织环境而对其发展路径进行规制的作用方

式、作用空间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而已。
制度环境决定着一项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外部

利润的存在空间,同时也决定着制度创新将外部利

润内部化的可能路径。 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农民专业

合作社快速发展、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在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政府更加侧

重与关注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完善,合作社也

获得了宽松的宏观发展环境,但与之相伴随的地方

政府角色转型,却也让合作社所面临的外部制度环

境更为复杂,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也更为纷

杂。 地方政府兼具代理人、自利者双重角色,这就

决定了其既代理中央政府指令,又要执行地方公共

事务并追求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1],当前政府

所建构的其与合作社关系早已摆脱了计划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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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那种政府单向主导、绝对控制的关系模式,业已

形成了政府“有限、有序冶赋权下的政府与合作社

双向互动、博弈的新型关系。 政府需要对合作社规

制与调控,优化合作社外部组织环境,拓展或限制

其行为边界,还需要让渡某些经济或社会职能,以
获取合作社拥护支持。 作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

的准法团主义范式,合作社对政府也非仅是单向依

赖,它也可以把脉政府需求并对其施加俘获与反向

影响,从而造就了合作社与政府之间内在的复杂联

系,这种联系既赋予了政府选择规制方式、规制范

围和规制程度的作用空间,同时也构建了合作社对

政府规制的反作用空间。
政府和合作社双向互动的背后机制是什么?

这种双向互动博弈关系对我国合作社发展有怎样

的影响? 在合作社快速发展、分化和地方政府角色

转型的现实语境下,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与深思。
关于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既有文献已有研究,然
而,限于合作社的发展阶段,早期文献大都用“委
托庇护关系冶的传统国家主义(或全能主义)来解

读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框架[2-3],鲜有强调合

作社的“准法团主义冶特征,缺少将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组织化利益联结、嵌入与维系到政府政策与制

度结构的理性解读,这难以深刻分析政府规制背后

的利益导向、行为逻辑与影响效应,也忽略和漠视

了合作社俘获政府从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

的既有事实。 作为矫正,徐旭初(2014)从“双向赋

权冶的视角揭示了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动因

维度及作用机制,并研判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赋权行

为特征[4],但他只是把合作社作为整体性概念来

对待,没有区分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反作用空间和强

度,也就等于没有正视合作社组织形式与治理模式

快速分化甚至是异化的现实。 本文拟对既有研究

进行改善与补充,将政府和合作社的行为选择纳入

统一分析框架,来解读“政—合冶双向互动的背后

机制及其效应,期望我们的分析能够为深入理解目

前广泛存在的政府规制、政府俘获所存在的重大问

题提供相对系统和不同视角的思考。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规

制:不同层级政府的规制分化

摇 摇 政府规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矫正与改善

市场失灵、实现某种公共政策为目的,对微观经济

主体进行规范与制约的行为,是宏观调控中政府管

理经济的重要手段[5]。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种

现实或潜在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功能,又资于 20 世

纪 50 年代发端的农民合作运动的经验借鉴,中央

政府试图将其纳入公共治理与政府规制范畴的政

策性考量不失为一种合理选择。 确实,合作社经过

近些年的较快发展,虽出现了诸如合作社资本控

制、名实分离、泛化与异化等现实问题[6],但不可

否认,合作社本身具有某种天然的“益贫性冶,可以

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各项三农扶持政策措施的有效

组织媒介[7],也可以成为承载党和中央政府发展

农村事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有效组织载体。 首先,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特殊的组织规则与制度设置,
可以有效联结农户与市场,提高生产效率与交易效

率,其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方面显然具有重

要作用。 其次,合作社在推动农村产业发展、落实

农业产业化政策方面也具有独特作用。 限于规模

与运作规范性,在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上,其不如

农业龙头企业,但比营利性企业无疑具有优势,更
能体现国家政策导向,且合作社是社员所有的企

业,其发展意味着人数众多的社员成为主要受惠

者,社会效益更加突出。 再次,对合作社进行扶持

还可以赢取某种民众信任以及对政府绩效的肯定,
这种“民众信任冶机制可以化解政府处理公共事务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而提高政府的农村治理能

力。
作为在推动农民增收、产业化经营并承载政府

改善农村治理效能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合作社发

展都被给予了某些法律豁免和政策支持,合作社实

践被赋予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冶。
合作社实践制度空间的扩大与拓展,实际上,

根本归结于中央政府的规制加强。 当然,中央政府

对合作社的规制主要集中在立法规制层面,突出体

现在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设计上,从《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到《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标准(试行)》《中央财政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短短几年间

基本搭建起了中央政府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法律、政
策规制体系,与此相对应,也配套了各类诸如税收

减免、资金拨付、项目支持、信息服务等各项政策。
中央政府法律、政策规制的政策意图是尽快弥补

20 世纪 90 年代合作社发展的历史欠账,尽快优化

合作社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尽快提高合作社的生

存、发展能力,提升其市场竞争力,这种更多侧重于

政府扶持特征的政府规制与现阶段中央政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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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一致的[8]。
公共政策就是对社会价值的重新分配[9]。 政

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也就是政府利益选择和博弈

的过程[10]。 在现实社会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

间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

存在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冶的广泛现象。 中央

与地方政府往往会基于利益得失而进行博弈,中央

政府有关政策可能会被地方政府基于利益需要很

好地贯彻或者重新解读甚至是刻意歪曲。 地方政

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有自己的利益导向

与行为逻辑。 关于地方政府的角色理论,有两种基

本观点,姚洋(2009)认为,政府是一个利益中性政

府,政府对待社会各个集团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不和任何一个集团结盟,并采取有利于整体经济增

长的行为[11],地方政府行为函数是社会整体利益

最大化;寻租理论则认为,地方政府基于逐利性在

市场中通过政府规制来寻取租金,政府的行为函数

是政府利益最大化。 然而,地方政府在合作社发展

中绝不仅仅是扮演着中立型或自利型政府的单一

角色,而是兼具自利者与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并在

角色定位的动态选择中找寻与探求中立与自利之

间的均衡。 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发展基础近似、
区位接近的地方政府所选择的合作社发展战略与

发展路径却迥然有异,并促成不同的合作社治理与

发展绩效。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行政延伸,既要传达

和执行来自中央政府的有关合作社发展政策,还要

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代理人,权衡实践,解决合作

社发展中的现实矛盾,更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利

益的选择,做出政策执行层面的具体规制行为。 而

中央政府的立法规制层面由于相对宽松,也间接抑

或直接地给予了地方政府规制的很多辗转的空间,
因为,中央政府的立法层面的规制大都仅对地方政

府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方向性把握,即从合作社外

部给予大力支持、引导与服务,但并没有细化地方

政府规制与支持合作社发展的具体责任,也没有制

定相应的政府推动合作社发展绩效的考核指标与

标准,造成了部分地方政府规制与支持合作社不力

甚至是态度消极,也间接地给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领办人充分利用政策优惠的空间。 根据合作社发

展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自利者和代理人角色及其

相应程度,可以把地方政府分为计划型政府、分利

型政府、发展型政府和竞争型政府四种类型,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合作社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角色类型

(1)计划型政府仅把自己看做是中央政府在

地方上的触角,仅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中央政府的代

理者,仅追求完成上级的政策指令,地方政府强调

与突出对上代理,往往就容易出现规制要素失衡与

规制缺位,地方政府承担规制职能的部门与机构虽

然繁多,但令出多门、沟通协调困难,造成规制机构

自身的利益冲突与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并引发诸如

登记审查流于形式、疏于监管审查等规制缺位问

题,政府对合作社发展战略与路径缺乏设计,也缺

乏强有力的财税实力,这样的政府多出现于经济欠

发达、合作社数量较少、单体规模较小的地区。
(2)如果在服从中央政府政策指令的同时,利

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相机权利,通过促进当地合

作社竞争来获取直接经济、政治利益,如登记注册

时违反规定为部门收费创收,农业项目资金被截留

或挪用,通过财政资源分配和涉农资金管理来进行

设租寻租,通过项目方案评估与分配的选择性偏向

来进行合谋等,此时,地方政府就会由计划型政府

演化为分利型政府,政府的自利性明显增强,政府

规制就会越位,同时,政府行政规制也会明显不足,
政府内部缺乏监管,主要依赖于对中央政策灵活的

自利性的解读与运用。
(3)当地区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情境下,地方

政府希冀主导相关农业发展战略甚至是相关农业

政策,谋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自主性。 这样的

地方政府突出对下代理,地方政府对合作社发展有

独立思考与规划设计,其不仅会贯彻执行中央政府

有关合作社的相关政策指令,还会根据本地合作社

的发展现实对政策指令进行变通、配套与完善,比
如对中央政府项目进行资金配套,积极组建合作社

联盟,树立合作社典型,对合作社产品进行区域品

牌推广以及对合作社所在重点产业进行扶持甚至

是保护,那么该政府就成为“发展型政府冶,其规制

特征为规制强化,积极为合作社跨越发展创造制度

环境,这样的地方政府多出现于经济发达、特色产

业鲜明、合作社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
(4)如果政府在促进合作社发展的同时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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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作社去承载政府的某些经济或社会管理职能,
以作为政府竞赛的“政治锦标冶,政府部门就会设

置合作社可资争取的一些项目并附加相应的条件,
比如合作社规模、合作社带动农户数量、合作社的

社会影响力等,以此来限制或推进合作社的发展,
政府所提供给合作社的项目和资金、资源往往就成

为了合作社承担某种经济或社会义务的对等交换

条件。 这样的政府就会由发展型政府演化为竞争

型政府,规制特征凸显为规制俘虏,合作社经营被

政府过度介入,难以完全基于自己意愿进行发展,
而被政府的规制政策所俘虏。

实践中,每种类型的地方政府都能在现实中寻

找到基本“角色冶对照,不同类型政府对应着不同

的规制政策,并凸显出不同的规制绩效。 在现实情

境中,地方政府可能会同时具备上述角色,并在上

述角色的内驱下行事,当然,基于代理人与自利者

特征的各个角色的侧重点是差异的,进而表现出执

行层面上政府规制行为模式的异化性。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

规制侧重:政府规制的选择性激励

摇 摇 地方政府代理人角色要求政府纠正合作社运

行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效应,创造合作

社运行与发展的良好市场与政策、制度环境,协调

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的公

平与稳定等。 然而,除代理人角色特征外,地方政

府还具有自利性特征,政府角色具有双重性,政府

规制目标就会相互掺杂,规制对象与手段的选择就

会有所侧重,在规制目标的权衡选择时就会发生偏

差。 目前,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猛发展,合作

社在很多地区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不管是

计划型政府、分利型政府、竞争型政府抑或是发展

型政府,政府公共资源的有限性都决定了政府不可

能采取“撒胡椒面冶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分配政府的

规制要素与规制资源,比如预算资金、财政项目等,
尤其,在传统“压力型体制冶未得到根本动摇情况

下,凸显政府经济与政治自利的针对合作社规制的

选择性激励会普遍存在于我国的政治体系之中。
目前,行政体系内普遍存在的“晋升锦标赛冶

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晋升锦标

赛模式下,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所能承载的特殊经

济、社会与政治功能,其本身就可以作为地方政府

的政绩“显示器冶,成为竞赛锦标的一种工具,政治

体系内的选择性激励自然也会传导至政府与合作

社的关系之中。 在奥尔森看来,具有选择性激励的

组织者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具有行使强制性措

施的权威和能力;二是具有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

供积极诱导能力的源泉。 地方政府在与合作社

“相互赋权冶 的复杂关系中更多地承担着主导者与

建构者的角色,一旦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生

成、职能发挥与战略规划等一连串事件程序启动之

后,政府往往会倾向于介入这些过程并主导公共权

力的运用[4],而且,中央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财政和项目扶持多数通过地方政府的农业公共部

门下达,地方政府掌握着财政和项目资源分配权、
政策解释权,自然具有施行规制的权威和能力。 为

了凸显政绩,实现政治晋升,地方政府也需要合作

社相应支持与配合,需要合作社承载某些政府指定

的功能,也具有向合作社提供规制的动力。
政府规制的选择性激励意味着政府规制资源

不可能会平均分配,政府规制资源投放会有所侧

重,政府规制的选择性激励机制自动会筛选出那些

“功能型冶合作社淤,这些合作社构成了政府规制的

重点侧重,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着政府期冀的

某些显性或隐性的功能,这些功能型合作社或者是

政府主办或主导的,或者是与政府或政府官员有较

多的“交易冶关系的规模与发展实力突出的大农控

制的合作社,而占绝大部分比例的相对弱小的非功

能型合作社则很难获取规制资源的扶助,其需求往

往被忽略和漠视。
无论是上文言及的何种类型的地方政府,由于

其自利性或代理人的角色定位不同,虽然会凸显规

制要素失衡、规制缺位、规制越位、行政规制不足、
规制俘虏等不同的规制行为特征,但最终都会映射

到政府的选择性激励上,规制侧重都会自然地指向

那些“功能性冶合作社。 选择性激励机制可能会造

成政府规制资源的投放偏差,但不置可否,这显然

更为符合政府的政策理性。 一方面,基于政府的自

利性,选择性激励的选择成本无疑是更低的,“扶
优、扶强冶比建立普惠制的扶持机制或建立一个更

严密的遴选机制,其行政成本要低很多[8]。 而被

选择的功能型合作社往往资本更加充盈,社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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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社会影响力更强,合作社发展指标更容易获

取,合作社也更容易被树立为典型,体现政绩。 此

外,对功能型合作社政府规制资源的投放偏好更容

易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创造更多寻租机会,也
有助于寻租行为的避险。 这些都影响到了政府及

其工作人员的规制行为选择偏好。 另一方面,基于

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角色特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地

方政府,其规制合作社发展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公益

性目标:第一,在目前我国总体的农业产业发展政

策下,政府冀望功能型合作社可以像农业企业一样

发挥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户增收和推

动农业增效的效应,政府就会投放更多的资金与政

策资源,在扶持功能性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上多下

功夫[8];第二,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在客观上使农村

内生成了新的公共空间并提供了公共空间得以维

系的条件,它所体现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满足了

人们交往、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需求,对乡村社会

的整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可能成为乡村社会整合

的一种实践性策略[12];第三,功能型合作社的领头

人不仅是经济精英,也有很多是政治精英与社会精

英,政府对功能型合作社进行更多的规制资源投放

可以传递某种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在村委会自

治职能弱化、农村集体经济虚化、劳动力外流致使

农村“空心化冶的当下非常稀缺,其可以作为政府

处理农村突发公共事件时的一种制度外的机制补

充,在某些特别情境下可能会化解政府处理公共事

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政府的农村治理能

力。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俘

获:“功能型冶合作社的政治性社会

资本与政治策略

摇 摇 虽然,功能型合作社为了获得规制资源就必须

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从合作社的角度看,获得政

府的支持应该说是其最现实“低成本的冶可期待的

资源,政府需求、规制资源投放偏好与合作社获取

资源的低成本和高收益性共同塑建了合作社对政

府规制的反作用空间,严重时,甚至是建构了政府

俘获这种体制内与制度外杂糅的影响模式。
施蒂格勒认为,政府俘获是“立法者和管制机

构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能

够通过“俘获冶立法者和管制者,从而使政府提供

有利于他们的管制冶。 为何会出现政府俘获? 考

夫曼给出了重要解释,他认为,高激励强度的规制

合同是政府俘获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哪怕是在政

府监管严格情况下的政府俘获也会照样存在,只要

利益集团对政府俘获的激励足够高。 由于现阶段

合作社单体规模都比较小,还没有组建起全国性或

区域性的合作社联盟或合作社协会,尚未形成农业

生产经营领域的利益集团,难以影响农业政策的生

成过程,而既有的合作社经营的协调、管理与指导

部门隶属于政治体系内,因而,至少在目前,农民专

业合作社是难以构成对中央政府立法规制层面的

政府俘获,而更多表现为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与操

作层面的影响与俘获。
对功能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由于农村市

场、农业技术拓展的相对有限性,其政府俘获所带

来的政治与经济收益往往要远高于合作社的市场

创新与技术创新,同时,合作社在与地方政府的互

动、交往与合作中还会形成具有生产性的特殊关

系,建立在这种特殊生产性关系上的路径会使合作

社拥有影响地方政府执行农业政策的能力,因而,
合作社具有强烈的对政府实施俘获的内在驱动力。
大量实践表明,部分合作社之所以能够优先获得政

府项目扶持与政策优惠,重要原因就是合作社的大

农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公共关系甚至是私人关系,即
以合作社业务为主要维系纽带的大农着力构建的

“政治性社会资本冶以及合作社政治策略。 这一过

程的形成不仅会避免合作社的资产被侵占,还会形

成政府官员与合作社大农之间的私人合约,在某种

情况下,还会建构长期合作承诺,形成互惠互利。
Emerson(1962) 认为组织网络中的权力分布

是不平衡的[13]。 政府与功能型合作社的关系类似

于权力—依赖关系,在关系结构中处于权力弱势地

位的合作社可以采取“平衡性运作冶的方式来改善

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其结构自主性优势,
而这种结构自主性会带来显著的控制收益[14]。 那

么,合作社是如何实现俘获政府的呢? 或者说政府

俘获的机制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能否实现政府俘

获取决于合作社领头人所具有的政治性社会资本

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内生于合作社政治性社会资本

的合作社政治策略。 一般来说,合作社的政治性社

会资本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1)合作社与地方政

府之间的联系强度与广度。 与地方政府关系强弱

的程度不同其在获取政府支持方面的作用是迥异

的,网络联系的强度越强(强联系)、网络联系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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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网络结构中成员的质量越高、合作社的政治性

社会资本就会越强,合作社就越容易获得来自政府

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能够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政策

行为与后果。 (2)合作社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紧密程度。 关系紧密程度主要影响合作社大农与

政府官员之间的信任与理解程度,关系越紧密,合
作社与政府之间越有可能建立信任和规范等良好

的关系基础,有助于合作社获得来自于政府的资金

与资源,Granovetter(1973)认为,市场体制下仅仅

依靠价格机制的市场治理结构只能提供短期经济

激励,但无法提供通过合作改善长期战略地位的激

励和有效控制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15]。 因而,合
作社不得不在市场机制之外谋求与政府或政府官

员之间的“制度性信任冶模式作为非正式交换的机

制。 (3)合作社与政府之间的认同程度。 地方政

府作为农业政策的执行者,必然存在着私利性的追

求,合作社与政府及官员之间是否相似的价值观也

影响双方能否形成利益、资源与信息的交换与共

享。 而且,基于合作社与政府互动中的相对弱势地

位,其在与政府官员形成共同认知的过程中,也能

够减少或者避免给政府官员带来的心理失调。
是不是合作社有了政治性社会资本就可以自

然而然的俘获政府了呢? 合作社除了要拥有政治

性社会资本外,还要拥有与之相契合的具有强操作

性的政治策略[16]。 一般而言,合作社积极主动地

配合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做政府鼓励的事情以及投

入固定的资源和精力都可以建立与改善地方政府

与合作社的关系[17]。 具体来说,从合作社的策略

行为层面,合作社的政治策略可以区分为信息支持

策略、利益输送策略和政绩支持策略。 (1)信息支

持策略。 功能型合作社会积极主动地通过为政府

提供合作社经营与发展方面的信息来影响公共政

策的制定、执行并影响政府官员的资源投放偏好,
包括参与调查研究、参与合作社发展的座谈会、向
政府提交合作社的发展报告、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建

议等。 由于政府规制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不

对称,政府在立法和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功

能型合作社为其提供相关信息,而一些合作社借此

机会就成了政府的重要信息渠道,影响政府立法或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2)利益输送策略。 如果说

信息支持是一种体制内的、正常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机制,那么,利益输送则显然是一种制度外的政府

和合作社之间的联系通道。 利益输送策略具体包

括向政府官员及其亲属赠送礼品、邀请参加合作社

的重大活动、官员退休后的聘用等。 经过调查研究

发现,功能型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是在合作社向地

方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利益输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3)政绩支持策略。 功能型合作社往往主动

地把合作社的活动与地方政府政绩以及官员偏好

之间的联系搭建起来,包括增强合作社的社会影响

力,扩大合作社的规模,推动合作社联盟建设、带动

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成立合作社党支部等。
当前政治体系下的竞争机制使得政府官员之间的

合作空间和通道都会变得狭窄,政府官员进而转向

与提供政绩支持的功能型合作社之间的合谋,而政

绩支持策略又使得这种合谋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基础。 要说明的是,不同的合作社其政治性社会资

本的数量与质量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政治策略会有

差异,就会凸显为不同的合作社政治绩效。 这就可

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功能型合作社,其在与地方

政府的网络结构中的地位角色、公共政策影响能力

会有很大不同,政府期冀其承担的功能也会有较大

差异的原因。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效应:
以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夹杂为背景

摇 摇 政府规制的选择性激励是符合地方政府政策

理性的,同样,政府俘获也是符合合作社的行为逻

辑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大比例的“合作社冶是出

于追求“政策性收益冶目标而成立的原因。 地方政

府一旦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就丧失了公共性,
实质上变成了与合作社争利的营利性组织。 政府

规制的选择性激励与合作社对政府的俘获共同造

就了合作社的“二元化冶格局与分化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功能型合作社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关

爱冶,在获得大量政府规制资源的同时,也隐藏着

大量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较大比例的弱小的非

功能型合作社由于既缺乏自我发展机制,也缺少

“政府扶助冶机制而会陷入难以存续与持续发展的

尴尬境地,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合作社组织的弱竞

争性、政府规制的弱扶助性同时并存。 从我国农业

产业政策体系上看,对功能型合作社的扶持与规制

资源投放实际上把我国广泛存在的以小农为主体

的合作社排挤出了我国农业政策的财政扶持体系

当中了,这也是广大农村的合作社出现“假、空、
死冶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会形成合作社的二元发展路径和格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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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俘获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会对其他合作社产

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使得更多潜在俘获者将“俘获

政府冶作为确立合作社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手段,使
得合作社陷入依靠政府规制与政府资源的路径依

赖,而扼杀合作社大农的企业家精神和农村所亟需

的市场创新与技术创新。 要说明的是,功能型合作

社对政府俘获的程度到底如何,不仅取决于功能型

合作社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还取决于其他合作社

的能力与影响力。 不可否认的是,功能型合作社对

政府规制资源的竞争与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提

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运行效率,但农业政策的利

益偏向,通常会使地方政府实施“钟摆冶式的平衡

运作,这又造成了政策操作与政策实施的不稳定性

与不连贯性,也无法使合作社形成合理的政策预

期。
此外,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的夹杂会促使和催

生大量的大农控制型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大农具

有“社会活动家冶的角色,他们会积极积累与利用

合作社的政治性社会资本对政府官员、市场交易伙

伴施加影响,合作社经常能够得到政府的项目资助

和资金扶持,合作社在市场交易中也能更多地参与

分工而获得附加收益,合作社为摄取更多政府规制

资源和形成对地方政府的持续影响力会大量吸纳

社员参与,扩大合作社的规模,推动合作社的横向

发展,但这类合作社往往采取公司化运作经营和治

理方式,强调规则的运用和奖惩,合作社内部社会

资本匮乏,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并没有出现由松散

到紧密、从初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18]。 合作社的

组织运作过度依赖合作社领导者的政治性社会资

本存量、政治资源和政治策略等,合作社面临着较

大的不确定性,一旦政治性社会资本丧失、政治策

略失当或合作社之间的过度竞争,可能会动摇合作

社持续存在与发展的根基。
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的夹杂会弱化甚至是瓦

解政府企图通过“功能型合作社冶 所建构的信任机

制,农村治理能力不仅不会强化,反而可能弱化。
从理论上说,政府规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福利效

应的最大化,具体实施方式则为纠正市场失灵,培
育和发展竞争市场,规范市场主体、客体与载体,创
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等。 而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组织,需要政府

基于其组织特征,给予适度的规制与干预,对合作

社进行政府规制是内置于培育与规范市场“维护

社会公平冶的政府规制的要义之中的[8]。 但地方

政府选择性规制侧重和资源的投放偏好不仅不会

起到维护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规制资源配置的效应

价值,还会导致政权软化,弱化政府的合法性,并导

致社会冲突的风险加剧。
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的夹杂容易造就一个真

正掌握政策执行权和行政操作权的地方政府官员

特殊群体,“被高度俘获冶的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关

注功能型合作社的利益,刻意曲解和扭曲中央政府

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政策,对合作社规制的

整体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效果却比较差,造就和固化

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同时,地方政府和功能型

合作社必然有维持现有制度和体系的动力,在外部

压力不足的情形下,他们会反对对既有制度与体系

做出实质性的变革与调整,陷入政府权力与合作社

发展低效率的“锁定冶。

六、主要研究结论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化甚至异化

是贯穿于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实践之中的,合作社发

展形态的分化塑建了其与地方政府更为复杂的政

治经济联系:一方面,不同层级的政府出现了规制

行为的分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侧重于立法

规制与执行规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规制的选择

性激励赋予了功能型合作社通过构建政治性社会

资本和实施政治策略从而进行政府俘获的制度操

作空间。 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同时并存,构建和造

就了我国现阶段“有限、有序冶赋权下的政府与合

作社双向互动、博弈的新型关系。 当然,政府规制

与政府俘获都具有相应的政策理性或组织行为逻

辑,但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的夹杂与并存会影响我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造成合作社的“二元

化冶发展格局与分化路径,把以小农为主体的合作

社排挤出我国的财政扶持体系之中,催生出大量的

大农控制型合作社,同时加剧了合作社对政府规制

资源的依赖,并且导致政权软化,弱化政府合法性,
使得陷入政府权力与合作社发展低效率的 “锁

定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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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gulation, Government Capture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UI Baoyu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In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govern鄄
ment regulation and capture are compatible. There is a regulation behavior divergence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focus on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regula鄄
tions, respectively. The selective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provide the functional cooperatives
system with an operation space through building the political social capital and implementing the political strategy
to realize government capture. The inclus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apture together creates a dualistic de鄄
velopment pattern and a differentiation path of cooperative, drives out the cooperatives consisting of small farmers
ou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induces a large number of big farm control type coopera鄄
tives, aggravates the cooperative reliance 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resou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ds to re鄄
gime softening, weakens the government legitimacy, and gets into the " locked" situation of low efficiency gov鄄
ernment power an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Key words:Coopera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 Government Capture; Behavior Logic; Develop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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